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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非遗空间分布的文化生态影响因素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ＳＥ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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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４；２．清华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　与城市相比，县域农村更接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环境，研究县域非遗的空间分布规
律及其背后的文化生态条件对推进我国非遗的生态性整体保护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借鉴社会生态
系统（ＳＥＳ）框架，构建我国县域非遗资源分布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作为滋养孕育非遗资源的
核心条件，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等文化内环境因素对非遗资源存量影响最为显著；稳定的县域
人口规模是保证非遗传承“后继有人”的必要基础；自然生态与经济因素对不同职业属性非遗资源
分布的影响出现分化，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对原生自然环境具有较强依赖性并容易受到经济发展
与工业化的冲击，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则对自然环境条件不敏感且更容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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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时代背景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机制与政策研究”

（２２ＡＺＤ０５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中国公共政策理论与治理机制研究”（７１７２１００２）；清华大学文科
建设“双高”计划专项“面向复杂社会生态系统诊断的公共事物治理研究”（２０２１ＴＳＧ０８２０４）

２０２０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改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指出，“实施乡村文化人才培养工程，支持乡
土文艺团组发展，扶持农村非遗传承人和民间艺人收徒传艺”，“农村非遗传承人”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
件中。文件随后指出，“要保护好历史名镇、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文化遗产、古树名木”，表
明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与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制定已初步具备了系统性整体思维。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相对
封闭，受城市工业化冲击较小，大量古老习俗、历史遗迹、传统村落得以完整保存。到２０１９年末，在已经确
定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有６３％位于县域农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至少有４３％长期生
活在县域①。可以说，在我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性保护方面，县域农村的重要地位无可取代。但值得关注的
是，随着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逐渐加快，我国民间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农村地区
正在经历民间艺术品类及其内涵的衰微或演变②。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农耕文化，是自古以来城乡居
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有必要对其存在、演变规律，特别是对孕育其发展的文化生态条件进行深入探究。
这项工作不仅有助于我国非遗资源更好地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对培育良好乡风、提升乡村文明水平和助
力乡村振兴同样有着积极意义。
国外对文化现象影响因素规律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首先关注到了不

同国家、地区的文化差异与当地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并据此提出了关于文化起源、演变规律的“文化生态
学”概念③。随后该理论在西方得到不断修正和拓展，特别是社会因素对不同文化形态的形成影响得以被

①

②

③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梳理统计。按非遗传承人的申报单位所在地的行政区划统计，县域对应行政单位包含我国行
政区划中的县、旗、县级市３类。

参见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
参见史徒华（Ｓｔｅｗａｒｄ）：《文化变迁的理论》，张恭启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年，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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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化生态学理论传入我国，国内学者对文化生态各组成要素按影响大小和作用层
次进行了重新归纳，提出了文化生态的内、外环境概念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作用层次②。在实际运用
中，文化生态学理论更常见于对实体文化景观的发生及演变规律的研究，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理论
探讨则相对不足。现有文献多是围绕特定区域具体非遗项目文化生态条件的描述性分析，对我国非遗发
生及演变一般性规律的讨论较少，更缺乏对非遗分布规律跨地域的系统性论述和统计上的归纳分析。但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非遗研究逐步向交叉学科
方向发展，地理信息学、统计学等自然科学方法逐渐被运用到非遗研究中，该类研究主要运用ＧＩＳ空间技
术分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理分布规律。研究发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聚集态势明显，具有
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通过比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各类环境因素的空间耦合度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
与地理地貌、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因素之间存在着较强关联性③。可以说，地理信息学的应用为我国非遗资
源分布规律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方法支撑。然而，目前该类研究对于各类影响因素的选取较为主观，缺乏一
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同时对于不同环境因素的影响大小及显著性缺乏统计上的检验。
学界普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属于一个群体、民族、国家的共同财富，具有极强的公共品属性④，

这为借鉴公共经济学和公共事物治理相关分析方法探讨非遗资源的运营、保护等问题提供了可能性。特
别是近十年来随着新公共事物研究触角向文化领域延伸，已有国外学者利用公共事物治理的一般研究范
式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公共物品的定义、属性、治理困境进行了论述⑤，文化遗产的治理问
题正逐渐被纳入到公共事物治理的规范化分析框架中。本文试图借鉴公共事物治理研究中常用的社会生
态系统（ＳＥＳ）框架，结合文化生态学理论构建文化公共事物治理问题的一般性研究框架，并以此对影响我
国县域非遗资源分布的环境变量进行识别，进而通过统计学方法检验不同文化生态要素与县域非物质文
化遗产之间可能存在的作用关系，以此揭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及演变规律，进而为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科学参考。

一、县域非遗资源空间分布与问题的提出

（一）县域非遗空间分布及城乡比较
国务院先后于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４年公布了４批共１３７２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

录（含３１４５个子项）。与此同时，我国文化主管部门分别于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８年公布
了５批共计３０６８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其中以县级（含县级市）单位申报的非遗传承人共计１３０９人，占非遗
传承人总数的４２．６７％。从县域非遗传承人的区域分布来看，西部地区占比最高，达３９．８０％，中部和东部地
区占比分别为３０．９４％和２９．２６％，县域传承人最多的５个省份为浙江、河北、山西、贵州、河南。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１软件绘制我国县域非遗传承人的核密度分布图，同时与市域非遗传承人的核密度分

布进行比较（见图１），可以发现，与市域非遗传承人更多向东南沿海城市和各省会城市集中的态势相比，
县域非遗传承人分布相对更加分散，每万平方公里县域非遗传承人密度在１７人以下。而市域非遗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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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最高的北京、上海可以达到每万平方公里１００人以上。县域非遗传承人相对集中的区域有４个，分别
是华北地区太行山沿线的河北、山西中南部和河南北部，华东地区的浙江、福建东部、江苏和安徽南部，西
南地区的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山区，西北地区的青海西宁和甘肃兰州的周边县域。

注：底图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中国地图，审图号ＧＳ（２０１９）１８２２，底图无修改，下图同。

图１　县域非遗传承人核密度及城乡比较

国家级非遗名录共包含１０个子门类（见表１），县域非遗传承人以从事各表演艺术门类和传统手工业
为主，这与城市非遗传承人的组成结构基本相同。分门类来看，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俗类非
遗传承人主要集中在西部县域；传统医药、传统戏剧类非遗传承人主要分布于中部县域；传统体育、游艺与
杂技和曲艺类传承人主要分布于东部县域；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两类非遗传承人的东、中、西地域分布较
为均衡。同时，不同门类非遗传承人的区域城乡分布出现分化，如传统医药、曲艺、传统戏剧３个门类的城
乡差距较大，非遗传承人更多向城市集中。从经济价值来看，这３个非遗门类均有着较强的市场需求和盈
利能力，也是历史上较早完成与农业分工的成熟行当，具有历史悠久的职业传统，因而更容易吸引非遗传
承人向经济发达区域及城市消费市场聚集。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非遗项目职业属性是分析非遗传
承人分布规律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表１　县、市域各非遗门类传承人数量及市县比

非遗子门类
县域全部／人

合计 东部 中部 西部

市域全部／人

合计 东部 中部 西部

市域／县域

合计 东部 中部 西部

传统美术 １７２　 ６２　 ５０　 ６０　 ２０６　 １３４　 ３０　 ４２　 １．２０　 ２．１６　 ０．６０　 ０．７０

传统技艺 ２２１　 ５６　 ６７　 ９８　 ２９７　 １７９　 ５３　 ６５　 １．３４　 ３．２０　 ０．７９　 ０．６６

传统医药 ２３　 ６　 １１　 ６　 １０９　 ５９　 １２　 ３８　 ４．７４　 ９．８３　 １．０９　 ６．３３

传统戏剧 ２４４　 ８８　 １１０　 ４６　 ５４０　 ３１１　 １３９　 ９０　 ２．２１　 ３．５３　 １．２６　 １．９６

曲艺 ４７　 ２４　 １２　 １１　 １６０　 ８９　 ３０　 ４１　 ３．４０　 ３．７１　 ２．５０　 ３．７３

民间文学 ６１　 ７　 １６　 ３８　 ６２　 １５　 ６　 ４１　 １．０２　 ２．１４　 ０．３８　 １．０８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４６　 ２３　 １０　 １３　 ４２　 ２４　 １６　 ２　 ０．９１　 １．０４　 １．６０　 ０．１５

传统音乐 １９５　 ４６　 ５４　 ９５　 １８５　 ８９　 ２７　 ６９　 ０．９５　 １．９３　 ０．５０　 ０．７３

传统舞蹈 １９６　 ４６　 ５３　 ９７　 １０２　 ３９　 １９　 ４４　 ０．５２　 ０．８５　 ０．３６　 ０．４５

民俗 １０４　 ２５　 ２２　 ５７　 ５６　 ２０　 ５　 ３１　 ０．５４　 ０．８０　 ０．２３　 ０．５４

总计 １３０９　 ３８３　 ４０５　 ５２１　 １７５９　 ９５９　 ３３７　 ４６３　 １．３４　 ２．５０　 ０．８３　 ０．８９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相关资料整理得出。

（二）自然、文化因素与县域非遗空间分布
县域非遗传承人所处生活环境最接近于非遗资源的原生环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所孕育和依赖

的域内自然、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已经成为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共识。我国各民族大
多有浓厚的自然崇拜传统，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传统音乐创作中无不闪现着源于自然的灵感，同时多元且
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环境也为不同文化交融与传播创造了天然屏障，为本土文化的稳定传承创造了有利
条件。从图２中可见，我国较好保持原始自然生态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西部也成为上述门类县域非遗
项目及传承人的主要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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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与市场经济浪潮席卷下，能保住固有特色的传统村落成为包括非遗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最后
容身之地。传统村落保留状况既是地方文脉延续状况的重要标志，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系统性保存的重要
体现。从图２可以看到，我国传统村落的全国分布主要集中于东南、西南地区与华北的东南太行山沿线，
与图１我国县域非遗传承人活动区域高度重合。这说明，物质文化条件与人文环境的完整性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实中如民俗、传统技艺、传统舞蹈等诸多非遗项目不仅诞生于
以传统村落为代表的乡土社会，并且均以传统村落作为必要的文化空间和传习、展示场所。物质文化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区域文化生态的表里关系，文化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成为区域非遗资源保存状况的
重要基础。

图２　自然保护区与传统村落分布

（三）职业传统与县域非遗空间分布
表１反映出不同非遗门类的地理分布差异，可能与非遗项目背后的经济价值与职业传统有关。非遗

项目的经济价值与当地职业传统有着密切联系。古代工商业、娱乐业的社会化分工最早都是从农业兼业
生产中独立出来的。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宋元时期，越来越多的行当因市场经济发展而从
农业中独立出来，成为可以供家庭谋生的专门职业。此时期不仅手工业分工更加细密，戏曲、曲艺等娱乐
行业也独立成为专业行当。从事这些职业的兼业农户在脱离对农业依赖的同时，与非遗技艺的维系关系
也从传统习俗与功能自用上的非经济维系完全过渡到经济维系，随之对原生环境的物理空间依赖减弱而
逐渐向市场端集中。至今，非遗门类中的传统戏曲、传统医药、传统技艺等非遗门类，依然保持着较强职业
性质，其传承延续也一直是由市场关系维系与主导的。因此，其对区域经济波动与市场需求变化也会更为
敏感，而对原生自然、人文环境的依赖性相对较弱。而对于民俗、民间文学、传统舞蹈等无职业传统、仅靠
传统习俗维系的非遗门类，其对于当地自然生态、人文环境的依赖性往往更强，脱域生存能力则相对较弱。
为观察不同职业属性非遗传承人的地理分布差异，本文将全部非遗传承项目划分为强职业属性与弱职

业属性两类。划分依据非遗传承人所从事非遗项目是否具有职业传统及其内含的经济价值高低判定①，得到

① 其中民间文学全部归为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这是因为民间文学为产生并流行于民间的神话、传说、故事、史诗、歌
谣，普遍不具有职业性质与商业价值。传统舞蹈在各民族的民间流行均不以商业为目的且具有较强的自娱性，因此全部归类
为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中医药类非遗在维护人类健康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商业价值，从业
门槛高且自古具备专业化分工传统，全部按照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看待。传统戏剧作为具有悠久历史且发展成熟的非遗门
类，因具有较高传习门槛和典型的职业化特征，全部归为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曲艺类非遗是我国各类说唱艺术的统称，具
有较强的职业性质和谋生特征，故全部作为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看待。民俗类非遗包含非遗项目多为传统节日、仪式类内
容，其中最具实用价值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项目，因制作用途为家庭内部成员所用而不具有职业属性，因此将民俗类非遗各
子项目全部归为弱职业属性。传统技艺非遗门类与传统手工业密不可分，以极具实用与艺术性的手工制品作为产品载体，具
有较强的商业价值，是典型的具有较强商业属性的非遗门类，除了将个别主要用于家庭自用的非遗项目归为弱职业属性外，
其余子项目均归为强职业属性非遗。对于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项目，其中职业性质较强的杂技、马戏等归为强职业属性非
遗项目，其余项目职业属性较为模糊而归为弱职业属性。传统美术门类中的剪纸、年画等非遗项目市场需求具有季节性，传
承人从事非遗活动多以兼业为主，因此归于弱职业属性非遗，而刺绣、木雕、玉雕、石雕等非遗项目因专业性较强，具有时间持
续、范围广阔的市场需求，因而可认为具有强职业属性。传统音乐门类中，宗教音乐、民歌等项目传承因盈利性目的较弱而归
为非职业属性，丝竹、琵琶、唢呐、南音等非遗项目多为特定消费群体提供演出服务，专业性较强，且具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消费
市场，因此归为较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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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同职业属性县域非遗传承人的区域分布情况（见表２）。

表２　不同职业属性县域非遗传承人数量及区域分布

非遗门类 强职业属性项目传承人数 弱职业属性项目传承人数 强职业属性占比％

东部县域 ２４３　 １４０　 ６３．４５

区域
中部县域 ２４２　 １６３　 ５９．７５

西部县域 ２００　 ３２１　 ３８．３９

县域合计 ６８５　 ６２４　 ５２．３３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相关资料整理得出。

从不同职业属性县域非遗传承人绝对数量来看，强职业属性非遗传承人从东部县域到西部县域依次递
减，而弱职业属性非遗传承人依次递增。无论强、弱职业属性非遗传承人数量，东部与中部人数均较为接近，
说明强职业非遗项目传承人更多向东部及中部地区集中，而弱职业属性非遗传承人主要生活在西部地区。
从各地区非遗职业属性内部结构分布来看，从东部县域到西部县域强职业属性非遗传承人占比依次递减，表
明县域非遗中的强职业属性非遗资源有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同时职业属性结构在各区域之间加速
分化。利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１软件绘制不同职业属性县域非遗传承人的核密度分布图后发现，强职业属性县域非
遗传承人更多向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江苏，中部地区的河南、河北、山西，西部的贵州、湖南集中。弱职业
属性非遗项目县域传承人则更多向西南地区的贵州、湖南，西北地区的青海集中（见图３）。

图３　不同职业属性县域非遗传承人分布
（四）问题的提出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我国县域非遗传承人的地理分布与其所在区域的自然、文化、经济特点有着较强

的相关性，与此同时，不同职业属性县域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规律可能会发生变化，各环境因素对不同职
业属性非遗项目的分布影响可能存在差异。那么，县域非遗资源地理分布有何规律可循？各因素对不同
职业属性非遗资源分布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以上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下文将借鉴ＳＥＳ框架，
结合文化生态学相关理论进行环境变量的识别与分析。

二、非遗资源的ＳＥＳ分析框架构建

ＳＥＳ框架即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是由Ｏｓｔｒｏｍ在２００７年提出用于分析公共池塘资源治理问题的
一个逻辑框架。该框架将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知识运用到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二者
复杂关系的分析中①，为描述、阐释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以及社会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提供了全景式描述框架和跨学科的共同语言。ＳＥＳ框架可分为内、外两部分。其中框架内部包含了４大
基本系统：资源系统（ＲＳ）、资源单位（ＲＵ）、治理系统（ＧＳ）和使用者（Ｕ）。这４个基本系统及其包含的描
述变量对特定行动场景中的互动（Ｉ）和结果（Ｏ）直接产生影响。以上６个构件又共同构成了人类管理各

① 参见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Ｈ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ｉｎ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Ｈ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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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资源系统的内部结构，并同时受到位于框架最外层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和相关生态系统（ＥＣＯ）两
类变量的共同影响。可以说，ＳＥＳ框架将社群与自然、社会等环境因素进行了连接，提供了对公共池塘资
源全局性的认识框架和系统的变量检查方法，为诊断社会生态系统复杂性提供了科学指引①。

ＳＥＳ框架为我们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类公共池塘资源的产生和演变规律，尤其是对其有效治理问
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将ＳＥＳ框架应用到非遗资源的治理问题分析，是基于从物品属性考察，
非遗资源具备一般公共池塘资源的所有属性这一性质。如果比较非遗资源与社会生态系统的常规研究对
象，还能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更多共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起源于特定自然地理和资源条件，其中包
含了大量与当地自然资源匹配的适用性知识和生产技能，这与同样具备上述属性的灌溉系统、渔业资源等

ＳＥＳ框架常规研究对象并无二致。鉴于文化遗产与其他公共池塘资源对文化系统内环境的依赖性差异，
本文特别将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中的文化因素作为文化内环境条件予以强调。按照我国文化生态学者对
文化生态的亲疏圈层关系分类，本文将文化生态分为文化内环境和文化外环境两类②。其中文化外环境
即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自然地理状况等处于文化系统外部的各种因素，即ＳＥＳ框架外层的相关生态系
统（ＥＣＯ）和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文化内环境是一定区域内同一文化系统中的不同但相关文化门类
之间交互作用并彼此提供的环境氛围。本文借鉴文化生态因素这一分类方法，在社会生态系统（ＳＥＳ）分
析框架中加入第三类环境变量，即反映文化内环境条件的特定文化背景（Ｓ－ｃ），以增强ＳＥＳ框架对非遗资
源治理问题分析的适用性。由于该框架适合分析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所有文化遗产公共池塘资源
的有效治理问题，不妨称之为文化遗产的社会生态系统（ＣＨ－ＳＥＳ）框架，如图４所示。

图４　文化遗产的社会生态系统（ＣＨ－ＳＥＳ）框架示意图

利用ＣＨ－ＳＥＳ框架，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治理中各组成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全景描述：在相
关自然生态系统（ＥＣＯ），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与相关文化背景（Ｓ－ｃ）的共同影响下，非遗资源的行动主
体（Ｕ）按照治理系统（ＧＳ）制定的一般程序规则，从非遗资源系统（ＲＳ）中提取资源单位（ＲＵ），在各利益相
关主体互动（Ｉ）过程中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习、保护、生产等一系列活动，最终得到非遗资源利用的社
会、生态、经济综合绩效评价结果（Ｏ）。该框架为研究文化遗产相关治理问题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变量体
系。根据文化生态学理论，相关自然生态系统（ＥＣＯ）、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Ｓ）和相关文化背景（Ｓ－
ｃ）共同构成非遗资源滋养孕育的原生环境，而一旦非遗资源发展成熟，这些环境条件又共同为其稳定传
承、发展壮大提供天然条件和内在动力。所以将图４中实线框外３类背景变量作为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

主要适用于对非遗资源系统的初始容量或某一时点的资源可利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即关于文化外环境
因素（Ｓ、ＥＣＯ）与内环境因素（Ｓ－ｃ）因素对非遗资源系统（ＲＳ）总容量及分布状况的影响机制分析。

三、ＳＥＳ框架下县域非遗空间分布的文化生态影响因素分析

在运用ＳＥＳ框架对公共池塘资源治理问题进行分析时，第一步工作是根据研究目的，运用该框架

①

②

Ｙ．Ｈ．Ｗａ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ｎｏ．２，２０１０，
ｐｐ．８７－９１．

梁渭雄、叶金宝：《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学术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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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问题诊断，并在各组成构件中选取关键变量进行相应分析。本文考察对象为我国县域非遗资源的
空间分布规律，进而验证不同地区非遗资源禀赋差异背后的文化生态因素。映射到ＣＨ－ＳＥＳ框架便是
图４中实线框以外的相关生态系统（ＥＣＯ），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特定文化背景（Ｓ－ｃ）３类文化生态
背景变量与实线框内的非遗资源系统（ＲＳ）的互动关系。由于非遗资源管理的集体行动情景分析非关
注重点，所以，本文姑且假设实线框内６个构件在我国各地区发展水平与影响力度方面不存在差异
而暂不考察。

（一）变量选取
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作为一种活态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禀赋不能用其实物载体数量，如手

工艺制品数量、演出场次、录音录像或文本档案保存数量来衡量其资源丰富程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
活化于传承人的手工技艺、知识技能或风俗习惯，其传承往往也是通过传承人和被传承人之间言传身教的
方式进行的，因此一个地区的非遗传承人数量最能代表该区域非遗资源的存量情况。所以，本文选取各地
的非遗传承人数作为因变量来反映当地县域非遗资源的丰富程度。
关于自变量选取，相关生态系统（ＥＣＯ）情况用非遗传承人所在地拥有的自然保护区面积来代表，数

据来源于生态环境部网站公布的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２０１５年版）；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选取了传承
人所在地一到三次产业ＧＤＰ、地区常住人口总量和当地人口迁徙情况来体现。其中的国民经济数据和人
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由于第五批非遗传承人公布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５月，经
济与人口数据选取时点为２０１７年末。当地人口迁徙指数代表本地人口向外迁徙情况，２０２０年以前数据
不可得，本文用２０２０年春运期间从小年到除夕各省市的入境人口占比平均值来体现，数据来源于百度网
迁徙数据。对于特定文化背景（Ｓ－ｃ）指标，本文选取了非遗传承人所在区域的物质文化遗产保存情况，包
括非遗传承人所在县域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和传统村落数量两个解释变量。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数量，整理了我国从１９６１年到２０１９年共８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文化文
物统计年鉴》。传统村落为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９年前后５批列入文化旅游部与财政部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的古村落，数据来源于住建部网站。各变量选取情况及预期影响方向参见表３。

表３　ＳＥＳ框架下的文化生态变量选取

环境变量 变量 变量解释 预期影响方向

相关生态系统（ＥＣＯ） Ｘ１ 自然保护区面积 ＋

Ｘ２ 一次产业ＧＤＰ ＋

文化外环境
Ｘ３ 二次产业ＧＤＰ －

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 Ｘ４ 三次产业ＧＤＰ －

Ｘ５ 常住人口数量 ＋

Ｘ６ 人口迁徙指数 －

文化内环境 相关文化背景（Ｓ－ｃ）
Ｘ７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

Ｘ８ 传统村落数量 ＋

（二）模型构建及运行结果
为检验各环境变量对区域非遗资源存量影响的稳健性及观察不同层次下影响差异，本研究借鉴文化

生态学宏观、中观、微观分析思路①，分别从省级、市级、县级３个层面构建县域非遗资源的文化生态影响
因素模型。根据不同层级数据的连续与离散特点，宏观、中观层面数据采用连续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微
观层面数据采用离散变量的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模型。首先构建省级和市级层面县域非遗资源分布的影响因素
模型。
模型１：

Ｙ ＝β０＋Σ
ｎ

ｉ＝１
βｉＸｉ＋ε

① 参见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人文地理》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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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１中因变量Ｙ 代表各省、市的县域非遗传承人数量，反映当地县域非遗资源存量情况；Ｘｉ为影响
非遗资源存量的文化生态各解释变量，β０到βｎ为常数项和各自变量系数，ε是未被解释的残差项。回归前
先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剔除相关系数较高变量后，省级回归方程保留了其中６个自变量，分别
是自然保护区面积Ｘ１，一、二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Ｘ２、Ｘ３，本省县域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Ｘ７ 和
传统村落数量Ｘ８。市级回归模型则保留了表３中除Ｘ４ 以外的７个自变量。
在构建县级层面影响因素模型时，由于具体到各县级区域内非遗传承人数较少，县域的非遗传承人数

多为１或０，适合构建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模型。设Ｙ＝１、Ｙ＝０分别代表对应县域有非遗传承人和无非遗
传承人两种情况。同时将相关生态系统（ＥＣＯ）和特定文化背景（Ｓ－ｃ）变量Ｘ１、Ｘ７、Ｘ８ 设定为０－１变量，
代表该县域有无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传统村落的情况。
模型２：

Ｌｏｇｉｔ（Ｐ）＝ｌｎ　Ｐ Ｙ ＝１
１－Ｐ（Ｙ ＝１［ ］）＝β０＋Σ

ｎ

ｉ＝１
βｉＸｉ

模型２中因变量Ｌｏｇｉｔ（Ｐ）为经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变换后的因变量，是当地有非遗传承人概率Ｐ（Ｙ＝１）与无
非遗传承人概率Ｐ（Ｙ＝０）比值的自然对数。Ｘｉ为各解释变量。回归前对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保留了本县是否有自然保护区Ｘ１，工业国内生产总值Ｘ３，县域人口数量Ｘ５，当地是否有国保单位和传统
村落Ｘ７、Ｘ８ 共５个自变量。运行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软件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主要结果见表４。

表４　省、市、县各层面县域非遗资源分布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①

　　　　自变量

因变量　　　　

相关生态系统

（ＥＣＯ）
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 相关文化背景（Ｓ－ｃ） 整体显著性

自然保护区
一次产业

ＧＤＰ

二次产业

ＧＤＰ

常住人口

数量

人口迁徙

指数

县域国家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传统村落

Ｆ值／－２ｌｎ

对数似然
伪Ｒ方

省级层面 ０．０７９＊＊ １．８７１　 ０．０７７ ——— ——— ０．１９７＊＊＊ ０．０６９＊＊＊ ２９．８２＊＊＊ ０．７４２
县域非遗

传承人数
市级层面 －０．００２ －０．３２７ －０．１５２　０．８４４＊＊＊ －２．３９４＊＊＊ ０．１４９＊＊＊ ０．０４０＊＊＊ ２５．３９＊＊＊ ０．４９９

县级层面 －０．０７８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 ０．３７１＊＊＊ ０．４４９＊＊＊ ２５．１７＊＊＊ ０．０１９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三）模型结果分析
从省级数据回归结果来看，模型总体通过１％显著性的Ｆ检验。相关文化背景（Ｓ－ｃ）两个变量和相关

生态系统（ＥＣＯ）变量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传统村落数量两变量均在

９９％置信水平下显著，省内县域每增加１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传统村落，县域非遗传承人数相应
增加０．１９７和０．０６９人；代表相关生态系统（ＥＣＯ）的自然保护区面积系数在９５％置信水平下显著，省内
自然保护区面积每增加１００平方公里，本省县域非遗传承人数相应增加０．０７９人；社会、经济、政治背景
（Ｓ）中代表当地经济社会条件的一次、二次产业ＧＤＰ系数均不显著，表明从省级层面看，经济条件对当地
非遗资源多寡并无直接影响。
从市级层面回归情况看，整体回归显著水平良好，回归方程通过１％显著性的Ｆ检验。县域非遗传承

人数量与相关文化背景（Ｓ－ｃ）条件相关性显著，市内县域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传统村落数量每增加１
处，相应地市的县域非遗传承人数分别增加０．１４９和０．０４０人。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中的两个人口变
量均在９９％置信水平下显著。所在市县域人口每增加１００万人，当地县域非遗传承人数增加０．８４４人；
人口迁徙指数每上升万分之一，县域非遗传承人数则减少２．３９４人。上述结果表明，从市级层面来看，相关
文化背景（Ｓ－ｃ）条件和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中的人口因素对当地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有着显著影响，

① 省、市层面模型自然保护区变量为自然保护区面积，单位为百平方公里；一次产业ＧＤＰ、二次产业ＧＤＰ变量单位
为千亿元，人口单位为百万人，人口迁徙指数为万分之一；县域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传统村落数量单位为个。县层面模
型自然保护区变量用该县域是否拥有自然保护区的二元变量表示；一、二次产业规模变量的单位为千万元，县域人口单位
为万人；县域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传统村落变量为县域是否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传统村落情况的二元变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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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关生态系统（ＥＣＯ）因素和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中的经济因素对县域非遗资源多寡无显著影响。
从县级层面回归结果看，模型总体显著性良好，回归方程通过１％显著性的Ｆ检验。与宏观、中观模

型一样，相关文化背景（Ｓ－ｃ）是影响当地是否有非遗传承人的最重要因素。县域内是否有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Ｘ７）和是否有传统村落（Ｘ８）两变量系数转化为ＯＲ值分别为１．４４９和１．５６７，意味着对于拥有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传统村落的县域，同时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概率约为无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或传统村落县域的１．５倍。县域常住人口变量通过１０％显著性检验，表明从微观层面看，人口因素
对县域非遗传承人数依然有一定影响，但从显著性来看要弱于市级层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从省级到县级视角，县域非遗资源存量与区域内相关文化背景（Ｓ－ｃ）之间均有着极强的相

关性。该实证结果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传统村落、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
内环境条件。这意味着无论传统村落中的庭院街道空间，还是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构成的
古代建筑空间，共同组成了各非遗门类传习活动所需的重要物质空间条件。从省级宏观视角来看，非遗资
源的丰富程度与当地自然保护区面积显著正相关，体现了我国乡土文化具有较强的自然借鉴传统和“亲自
然”属性；从市县层面的中、微观视角来看，县域非遗资源与当地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中的人口因素显
著相关。我国的工业化历史进程伴随着县域人口外流和乡村空心化等现实问题，在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
距不断加大的同时也造成了以县域非遗传承为代表的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

四、职业属性与县域非遗资源空间分布

前文对非遗资源县域分布进行描述分析时发现，职业性质强弱可能是影响县域非遗传承人数量及其
区域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围绕不同职业属性非遗资源存量对各类文化生态条件的敏感度异
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关于环境因素可能对不同职业属性非遗资源的影响方式，首先，相较于无职业传统的
非遗项目，具有职业传统的非遗项目因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较强职业属性能有效避免来自工业化与社会
分工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因传承人谋生择业需要而导致的传承断代影响。不同于农耕社会，现代分工体系
下大部分农村居民迫于生计走入城市参与到工业分工，势必造成非遗脱域问题并影响其传承活动。而当
其从事的非遗项目兼具较强的生产功能时，则能更好应对市场化分工带来的生存与传承危机。其次，具有
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的传承延续更多由需求市场主导，因此具备更强的脱域传承能力，其对原生环境的地
理、文化依附性往往更弱。再次，经济发展伴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强，市场需求增长对强职业属性非遗
项目的传承更为有利，非遗生产与保护活动之间更容易形成良性互动。

（一）模型构建及运行结果
将前文得到的强弱职业属性两类县域非遗项目分别依照模型１和模型２构建县域非遗资源分布的影

响因素模型，为检验不同变量发挥影响的作用层面同样包含了从省级到县级３个子模型。模型设定、自变
量选取、单位设定与前文相同，不再赘述。运行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软件得到表５所示结果。

表５　不同职业属性县域非遗资源分布的影响因素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相关生态系统

（ＥＣＯ）
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 相关文化背景（Ｓ－ｃ） 整体显著性

自然保护区
一次产业

ＧＤＰ

二次产业

ＧＤＰ

常住人口

数量

人口迁徙

指数

县域国家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传统村落

情况

Ｆ值／－２ｌｎ

对数似然
伪Ｒ方

省级

层面

弱职业 ０．１２６＊＊ ０．８３６　 ０．３３９ ——— ———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３＊＊＊ ６．３２＊＊＊ ０．５１９

强职业 －０．０１７ －１８．６９８＊＊＊３．７７８＊＊＊ ——— ——— ０．１３８＊＊ ０．０３８＊ １８．８＊＊＊ ０．５２９
县域

非遗

传承

人数

市级

层面

弱职业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０ －０．２４２＊＊＊ ０．４８１＊＊＊ －１．０７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０＊＊ ７．７１＊＊＊ ０．３１５

强职业 －０．００５ －０．３５７　 ０．０９０　 ０．３６３＊＊＊ －１．３２１＊＊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９＊＊＊ １２．６７＊＊＊ ０．３４

县级

层面

弱职业 ０．１５３ －０．１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 ０．３６６＊＊＊ ０．２９２＊＊＊ ３４．４２＊＊＊ ０．０１６

强职业 －０．００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 ０．７００＊＊＊ ０．４５５＊＊＊ ８２．３７＊＊＊ ０．０４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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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结果分析
表５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层面下的弱职业与强职业属性非遗模型均通过１％显著水平Ｆ检验，表明无

论对于弱职业属性还是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文化生态条件都是影响地区非遗资源存量的重要因素。从
文化内、外环境各构件的影响显著性与符号来看，相关生态系统（ＥＣＯ），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相关文
化背景（Ｓ－ｃ）３类条件对不同职业属性非遗资源的影响产生了分化。
具体来看，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对相关生态系统条件的依赖性增强，省级模型中的自然保护区面积系

数由上文的０．０７９上升至０．１２６，县、市模型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对自然
生态的依赖性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对自然生态具有显著依赖性，这类非遗项目一旦
离开原生自然环境后的脱域生存能力较差。这可能是因为如民俗等弱职业非遗项目与当地自然环境之间
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且传承活动主要靠传统习俗和生活习惯予以维持，因此二者表现出更为紧密的依存
关系。经济条件中，强职业属性非遗资源在省级层面中与当地工业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省、县两个层面
中与区域农业经济规模显著负相关。而弱职业属性非遗资源在省级层面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并不显
著，在市、县级层面则分别与工业、农业经济规模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总体来
说对于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的传承具有积极意义，而对于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的传承总体是不利的。从
人口因素影响来看，市、县级层面中常住人口规模与人口迁徙情况对强、弱职业属性非遗资源的影响方向
与显著水平基本一致。相关文化背景（Ｓ－ｃ）两个条件对弱职业属性和强职业属性非遗资源影响显著性方
向相同，大体一致。从市、县级模型系数大小来看，强职业非遗项目对当地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依赖性更
强。这说明无论强、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紧密的依存关系，因而
在保护实践中，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切不可割裂看待。
综上所述，职业属性差异下非遗资源分布规律产生了明显分化：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表现出较强的自

然生态依赖性和应对经济发展冲击的脆弱性。强职业非遗项目对自然生态条件具有弱依赖性，并能更好
应对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冲击，甚至从一、二次产业发展规模影响来看，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变
化过程对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更为有利。区域人口因素与文化内环境条件对不同职业属性非
遗项目的影响基本一致。非遗活动的经济学本质是一种文化生产行为，弱职业与强职业属性非遗文化生
产活动的差别在于生产成果主要用于自消费还是通过市场交换供他人消费。因此稳定的人口规模成为两
类非遗传承的共同必要条件。无论强、弱职业属性，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相互依存的共生
性特征尤为显著。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与其赖以存在的当地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等特定文化空间保
护同步进行，不可顾此失彼。

五、结论和展望

本文借鉴社会生态系统（ＳＥＳ）框架，对我国县域非遗资源地理分布规律及其背后的文化生态影响因
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其一，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等相关文化背景条件与县域非遗资
源表现出紧密关联性与共生特征。物质文化遗产是滋养孕育非遗资源的直接环境条件，对物质文化遗产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组成的文化空间进行整体性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其二，“人”的因素是县域非
遗保护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稳定的县域人口规模不仅是保证非遗传承“后继有人”的必要基础，
同时更是维持一些具有职业传统非遗项目存续的必要市场条件。其三，宏观视角下自然生态条件对县域
非遗资源的分布影响不容忽视，尤其对于弱职业属性非遗项目而言，原生自然环境成为除物质文化遗产外
最重要的文化生态因素。其四，经济条件对不同职业属性非遗资源分布影响产生分化：其中弱职业属性非
遗项目更容易受到来自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冲击，对于此类非遗资源，围绕传统场景的生活性保护值得提
倡；强职业属性非遗项目更容易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因此在保护实践中应更多融入生产性保护手段。
以上结论为我国非遗资源系统性保护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随着近年来“两山”发展理念和“双

碳”政策的不断落实，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积
极社会效应开始逐渐显现，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县域文化生态正在得到一定恢复和改善。在文化生态系
统性保护实践方面，２０１９年末我国正式从之前命名的２１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确立了首批７个国家
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覆盖县域达７１个，标志着我国围绕县域非遗保护为核心的文化生态保护工作正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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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实践阶段。根据《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文化生态保护区对符合文化生态要求的乡镇、村
落、街区等重点区域以及开展非遗传承所依存的重要场所进行清单式管理，保护内容除非物质文化遗产
外，涵盖了与非遗密切相关的实物、场所及周边自然生态环境。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县域乡村已经成为我
国践行非遗生态性整体保护理念的最重要实践载体，并将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发挥更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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